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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常爽学馆性质考

滑  裕  楼  劲*

［摘    要］  北魏常爽学馆历来多被视为私家学馆，其馆规模甚大，招收众多贵游子弟，且教学严

厉。本文认为作为亡国之余的常爽，生计颇为艰难，在当时严令禁立私学的情势下，难以开办这样一

家私人学馆。常爽学馆是在中书学已获得长足发展后，太武帝提振城东太学学业的产物，学馆所处位

置也与太学相合，具有太学性质。西晋以降太学体制发生变动，南朝太学更是出现了诸馆并置的格

局，馆主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性，常爽学馆很有可能是北魏当时的太学亦已数馆并置的体现。

对常爽学馆性质的辨析，不仅可见北魏前期国学的演变过程，而且可以帮助理解有魏一代文教与政治

特殊紧密的关联。

［关键词］  常爽学馆；太武帝兴学；北魏国学

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迁凉州士民入魏，其中不乏文学儒雅之士。河西士人在北

魏的儒学振兴、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常爽即是其中的代表。a前人据《魏

书·常爽传》认为其在平城所开学馆是一家私人学馆，将其视为北魏前期私学的典范b，却未意识到

《常爽传》载其立学授徒之事存在着诸多问题，也留下了若干值得深入考虑的线索。以下即拟综诸记

载讨论这些问题和线索，辨析常爽学馆并非私学而属太学的性质，以有助于对北魏前期国学体制变迁

及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政策转折过程的研究。

一、 常爽学馆难以视为私家学馆

太武帝平凉州，河西大族名士多被迁徙至平城，常爽亦是其中一员。《魏书·常爽传》载：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

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侯，《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

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为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

* 滑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100872 ；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732。

a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6—59页。

b学界目前尚未有专论常爽学馆的文章，只是在提及北魏的学校时有所涉及。教育史相关著作多将常爽学馆视为私家学馆，
如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第五章《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9—300页。一些研
究北朝史或北魏史的学者，也持同样的看法，如宋冰《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学术交流》2006年第2期，
第153—157页；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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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

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

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爽不事王侯，独守闲

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于家。a

常爽在温水之右开馆授徒，生徒达七百余人，其中多“贵游子弟”，且其“劝罚之科”有同严父，教学事

业得到崔浩、高允赞许。前人据此认为常爽学馆是一所私家学馆，但若仔细辨析《常爽传》的内容，就

能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

国破被徙的凉州士民，因才能资地之殊，在北魏的境遇也有所不同。除少数特例，多数人皆属“亡

国之余”而身份低下。b常爽因“归款军门”受到太武帝嘉奖，拜六品宣威将军，但在百官无俸的情况

下，常爽一家资生境遇不佳当可断言。胡叟之况即可为例，胡叟在太武帝平河西前主动归附北魏，拜

五品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以酒自适。后被文成帝召至京师，因而留居平城，游

走于诸胜贵之门，靠友人接济度日，妻子不免于饥寒。c常爽或因生计艰难而须开办学馆借以营生，但

据《常爽传》所载，其馆规模甚大，生徒多为官贵子弟，显然是一所屋舍、设施众多，等级较高的学馆。

在侪辈大都贫困交加的情况下，常爽能否建起这样一所学馆，颇令人怀疑。

常爽既为六品宣威将军，实为官身，则其“讲肄经典二十余年”,若为私学，就多少显得有些奇怪。

当时北魏的杂号将军亦类散秩，带其号者往往别授实职，在当时徙至平城的河西士人中，宗钦即赐爵

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d常爽与兄既属主动归款而被赐爵授衔，e常爽“博闻强识，明习纬侯，

《五经》、百家多所研综”的知识结构，尤其合乎当时统治集团兼重儒学、术数的要求，诸如崔浩、高允等

著名汉士，亦皆以学识博杂明于天文阴阳而为太武帝所重。f以此相衡，常爽带宣威将军之衔而另有

实职的可能是不能排除的，从当时河西士人常被授予文教官职的状况来看g，此职倘为教职，爽以官身

长期讲肄经典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从太平真君以来的法令规定看，常爽能在京师开馆“讲肄经典二十余年”，若为私家学馆是不可设

想的。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3）正月庚戌诏曰：

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

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

身死，主人门诛。h

诏书以宣示文教，整齐风俗为意，振兴太学是具体措施之一。太武帝令王公至卿士子弟皆入太学，将

其教育纳入朝廷的统一管理，是要改变鲜卑勋贵子弟不务学业而溺于积习的局面，而其所谓“整齐风

俗”的举措之一，则是禁止私立学校，断绝身份卑微的技艺者混为儒生的可能，强制其只能世传其业。

常爽所立倘为私馆并在京师讲习长达二十余年，则明显违背了禁立私学的法令。太武帝用法严急，虽

a《魏书》卷八四《常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1848—1849页。

b凉州士民入北魏后的一般境况，见《魏书》卷一八《广阳王建传》附《元深传》，第 430页；《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
1180页。

c参《魏书》卷五二《胡叟传》，第 1149—1151页。

d《魏书》卷五二《宗钦传》，第 1155页。

e河西士人入仕者，本传多以“爵位+将军号+官职”或“爵位+将军号”的方式书其官爵。据文成帝《南巡碑》所录官爵看，
其时有爵位者通常都带将军号。《常爽传》仅载其兄仕国为五品显美男，未载将军号，史笔或有省略，对常爽而言恐亦如此。

f崔浩“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参《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 807页。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
尤好《春秋公羊》”，参《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 1067页。

g如《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载其入国拜著作郎，第 1158页；同卷《阴仲达传》载其除秘书著作郎，第 1163页；卷九一
《术艺·江式传》载其祖强擢拜中书博士，第 1960页。

h《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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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犯法，无所宽假”a，常爽不但未遭处罚，反而受到崔浩、高允的称许，这已足证常爽学馆的性质绝

非私学。况且北魏前期尚武之风甚盛，贵游子弟不免骄纵恃势，常爽授徒则“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

事之若严君”，更被视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的重要标志，就一所私家学馆而言，这恐怕是难以想象

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至平城的河西士人索敞，其教学事迹也与常爽颇为相似。《魏书·索敞传》

载其敦煌人，曾为河西大儒刘昞助教而专心经籍：

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

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b

索敞既为中书博士，其“笃勤训授”显然是在中书学。故其所教多京师贵游子弟，学生则敬惮其威严，

学有所成仕宦通达者不在少数。这些与常爽授业之况惊人一致的事实，皆因中书学是国学，其教学活

动受到朝廷法令和太武帝崇教兴学政策的保障。以此联系上述疑问，《常爽传》载其学馆在生徒来源、

教学纪律和学成者出路等方面与《索敞传》所载的高度雷同，恐怕只能说明其馆性质与中书学相通，

其规模、生源和教学纪律也须放到国学体系和当时的政策背景下才讲得通。

二、 太武帝兴学与常爽学馆的性质

与《常爽传》述其开馆教学有成而“京师学业翕然复兴”之事相联系，《魏书·儒林传序》述道武

帝以来立学之况，也提到过太武帝时“儒林转兴”之事：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

人。天兴二年（399）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

士。世祖始光三年（426）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

人多砥尚，儒林转兴。c

《儒林传》意谓太武帝时“儒林转兴”的代表性事件，是中书学的继续发展和太学的复兴。中书学至迟

在明元帝神瑞（414—415）年间已经设立d，此前明元帝至少当已着手规划改立中书学。他即位之

初，命崔浩“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e，永初五年（413） 又

下诏征“可为人师者”f，这些都应属改立中书学的相关举措。

神䴥四年（431）九月壬申，太武帝下诏征士，迎来了中书学的重大发展。《魏书·世祖纪上》载其事：

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

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

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

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儁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

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g

太武帝诏书强调“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标志着其统治政策由武功转向文治。诏文中的“理废职，

举逸民”及“延登俊乂”云云，皆包含了大兴文教的内涵。而卢玄、高允等为太武帝明诏所征，至平城

者三十五人，皆拜中书博士。h晋末乱离以来，学术文化的地方化和家门化过程明显加速i，卢玄等人

a《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 107页。

b《魏书》卷五二《索敞传》，第 1162—1163页。校勘记据《北史》本传，认为“请”下脱“谥”字。

c《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第 1841—1842页。

d神瑞（414—415）中李顺为中书博士，这是《魏书》所见最早的中书博士，则中书学之设至迟在神瑞年间。

e《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 825页。

f《魏书》卷三《太宗纪》，第 52页。

g《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 79页。

h《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八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 3834页。

i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 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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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属各地代表性盛族，世传学业，他们出任中书学博士，迎来了中书学发展的高潮，遂被《儒林传序》

视之为“儒林转兴”的象征之一。

神䴥四年征诸儒士后，中书学的发展当已极为可观，《索敞传》所载正是其缩影。已于始光三年建

立的城东太学则相形见绌，并无多少记载。太延五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改元“太平真君”，此名来自

道教，意在强调太武帝为开辟太平盛世的受命之主，但当时对于太平盛世的意蕴，却仍主要是按儒经

所示王者之治和汉魏以来的相关实践来塑造的。作为神州正朔所在和一代命世之主，自须尤重衣冠礼

乐必有相应的制度兴作，当此之时，作育贤才和引导天下风气的国学，自然就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而

在汉以来传统和儒经所载的国学体系中，“太学”实为绝对不可缺位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书学”

独领风骚的局面就显得不那么合典应时，太学也就由此而成了北魏统一北方后兴学的重点，成了当时

国学体制内、外二学并立局面中亟待加强的一翼。

常爽学馆的开立应在平定河西次年，也即太平真君元年（440年）以后，其生徒成份来源多端，胡汉

混杂，元赞显然属拓跋宗室，司马真安、程灵虬则是汉人而家世不一，这样的状态与魏晋南北朝太学在习

惯上兼收士庶子弟之况相当接近。对于神䴥四年即已步入发展正轨的中书学而言，河西士人的到来不

过是锦上添花，常爽学馆能使“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则在当时自应具有比中书学更为突出的代表性。如

上所述，此时国学之中亟待振起者，唯有城东太学，这也是令人把常爽授徒与太学联系起来的重要一端。

《宋书·索虏传》载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2）十一月甲子下诏令太子拓跋晃总领庶政：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

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

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福

禄，古今不易之令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

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

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

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a

诏书旨在通过太子监国体制确立拓跋晃的嗣君地位，此即所谓“万世之法”之要害。当然，其同时强

调“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要求新旧交替，“更举贤良”，广开仕途，无疑也是在告诫太子持续推行大兴

文教的政策b，为太平之治所宜制度奠定基调。“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则意味了后续的一系列政

策制度。上节所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即是其中之一，是

切实振兴太学的重大举措。《魏书·儒林传》序所述的“儒林转兴”之势，正由这种前后相继的制度安

排所促成的，其背景又尤以太武帝统一北方后振兴文教的国策转折为要，其标志则是当时国学体制从

中书学一枝独秀到与太学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现在再看《常爽传》述其教学活动可以代表“京师学

业翕然复兴”一语，则其所立并非私馆亦非中书学而属太学的性质，确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事实。

三、 常爽学馆位置与城东太学相合

《常爽传》载其至平城“置馆温水之右”，此温水必在平城附近。温水的具体所指不但对确定常爽

学馆的位置至关重要，更有助于说明常爽学馆的太学性质。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在论述太武帝

a《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2337—2338页。

b拓跋晃用人倾向似偏于北族旧人，曾为此与尤重士族的崔浩在河北州郡人选上产生龃龉。参《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第 1069页。太武帝此诏所强调的偃武修文，广启选才之路，则明显是要平衡新旧和胡汉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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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儒崇学的一系列措施时，认为这里的“温水”是今珠江流域之南盘江a，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资治

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十二月 “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 条，胡三省注：“《水经注》：桑乾城西

十里有温汤。”b似是以常爽置馆在桑乾城西温汤一带。温汤乃是温泉，且桑乾城去平城已远，《常爽

传》所言“温水”不当在此。《后汉书·王霸传》也有关于温水的记载：“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

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㢮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

里。……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c李贤注曰：“《水经注》曰，温余水出上谷

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益通以运漕也。”d则此水在蓟县与上谷之间。陈桥驿的

《水经注校证·湿余水》校证（一）：《注疏》本杨守敬按：“王念孙曰‘㶟’省作‘漯’，与济‘湿’之‘湿’

相乱，因而讹为‘湿’，又讹而为‘温’。”e是“温”乃“湿”之讹。值得注意的是，此“温水”乃“温余水”

之省称，“湿余水”之讹称。参考“湿余水”讹为“温水”之事，《常爽传》所述平城附近的“温水”极可

能即是如浑水。《水经注·㶟水》述如浑水：

如浑水又南，分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历诸池沼，又南迳虎圈东……又迳平

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422）所城也。城西郭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延兴四年

（474）立。其水又南屈迳平城县故城南……其水夹御路，南流迳蓬台西……又南迳皇舅寺

西……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用周园溉，长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

可得而论也。一水南迳白登山西……其水又迳宁先宫东……其水又南迳平城县故城东……

水右有三层浮图，真容鹫架，悉皆石也。装制丽质，亦尽美善也。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

钳耳庆时立祗洹舍于东皋……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河干两湄，太和十年（486）累石

结岸。夹塘之上，杂树交荫，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

堂……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如浑水又南与武州川水会。f

 “如浑水”与“温水”读音相近，盖指同一水，音译不同而已，《水经注》与《魏书》分取不同的读

法。g“其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一句历来难解，殷宪先生认为“自北苑南出”五字当移于“又南屈

迳平城县故城南”前。h如此则如浑水自平城北宫一带，向南分为西、东二支：西支西出南屈入北苑，

经虎圈东、平城西郭内，后屈经平城县故城南，又南经蓬台、皇舅寺、永宁浮图西，出郊郭而为一片长塘

曲池。东支南至白登山西，经宁先宫东，南至平城县故城东，再南经藉田，穿过药圃西和明堂东，远与

武州川水汇流。如浑水西支为人工渠，现已湮塞难辨，东支即今天的御河主干。i那么常爽学馆是在

如浑水的东支还是西支？据殷宪先生考证，平城西郭之东紧靠宫城，如浑水西支流入平城西郭内，与

宫城西墙平行向南，至宫城西南角后绕折而东，至御路又南折流经平城南郭。j那么如浑水西支北段

之右为宫城，不容常爽在此立馆。流至宫城西南角后转为东西走向，不存在“水右”的问题。随后在

御路又南折进入南郭，南郭为居民密集的城南坊里k，似亦难以在此新立一大型学馆。且细味《常爽

传》载其“置馆温水之右”，意似其馆本不在平城之内。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此“温水”应当不是如浑水

a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黎虎主编）丁编《传记》第
十七章《拓跋珪、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冯氏》第二节《拓跋焘》中提到“河内温人常爽，置学馆于温水（今南盘江）之
右”，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 1220页。

b《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第 3877—3878页。

c《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中华书局 1965年，第 737页。

d《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第 738页。

e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一四《湿余水》，第 352页。

f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一三《㶟水》，第 313—315页。

g秦蕙田在《五礼通考》卷二六《吉礼二六·明堂》中认为如浑水即温水。（光绪六年（1880）九月江苏书局重刊本，第 1叶）

h参殷宪《〈水经注·㶟水〉如浑水平城段部分文字整理》，《平城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 95—102页。

i殷宪：《如浑水考》，《平城史稿》，第 87—94页。

j参殷宪《北魏平城考述》，《平城史稿》，第 40—49页。

k《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平城“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 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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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支，常爽立馆的具体位置当在如浑水东支西岸一带，这是足以将之与《魏书·儒林传》所载“城东太

学”相连考虑的重要线索。

《礼记正义》卷三六《学记第十八》“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条郑注：“谓内则设师保以

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大学庠序之官。”a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学于城东，与中书省内的中书学遥相

呼应，正是取鉴了儒经国子学在内、太学在外之义。非但如此，上引《水经注·㶟水》所载“制如明堂”

的大道坛庙，似乎起着类似明堂的作用b，其位置则在如浑水东支之左。大道坛庙建于太武帝始光二

年（425），一年后再建城东太学，二者隔水相望，在太武帝心目中俱与太平之治深相关联，从汉魏以来

太学、明堂、辟雍等文教建筑多相邻而建的用意来看c，城东太学与大道坛庙相隔不远，同处平城东郭

以外，是完全合乎儒经所示及当时实际要求的。

对比《水经注》所载平城东西郊的建筑景观，西郊有与拓跋旧俗相关的建筑，诸如北苑、虎圈、郊

天坛等。北苑和虎圈所在的鹿苑是北魏皇帝骑射狩猎的场所，太武帝更常于西郊治兵讲武d，西郊祭

天坛壝则是北魏保留鲜卑传统最为典型和极为重要的设施e。崔浩主持修纂的《国记》也刊石立碑于

西郊，其地正在平城通往郊天坛的道旁f，这是保存拓跋早期历史的重典，亦因代北各族高度关注而陡

生波澜。由此看来，平城西郊可以说是北魏体现其北族传统最为重要的功能区。而东郊地区的建筑

景观则多与华夏文化有关，例如大道坛庙、静轮宫、太学，以及后来续建的三层浮屠、明堂等。g大道

坛庙和静轮宫由崔浩和寇谦之提议修建，二人欲综合儒、道“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h，“制如

明堂”的大道坛庙即为综合儒、道义旨的典范之作。城东太学则是复兴儒教和重建国学体制的重要设

施，并与平城东郊其他体现华夏文化传统的建筑群相偕共生，由此出发考量前面所述常爽立馆绝非私

学而属太学的性质，则其馆恰好位于“温水之右”的事实，就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为其从属于太学的判

断提供了基本前提，且亦引人再思其与始光三年别建于城东的太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四、 从太学体制变迁看常爽“置馆”

《常爽传》述其“置馆温水之右”，易使人以其为一种私人行为，这应当就是今人将之视为私学的直

接原因。但若考虑到十六国及南朝太学体制的变迁，则常爽立馆很有可能是北魏当时的太学亦已数馆

并置的体现。

自西晋首开国子学与太学并立、高门与寒庶分流的国学格局，十六国时期的国学也呈现了多学并

置之势，其况往往根据统治实际又附会儒经义旨，以解决不同姓族、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门类知识教

学的特定需要，其中典型如后赵在襄国四门设立了十余所“小学”，大体负责“国人”子弟的教育，其

“太学”则与“小学”相对而言而内涵错杂，又曾分别立有经学、律学、史学祭酒，又设专官教授国子击

刺战射之法。这与前赵、前燕、前秦国学常分大、小学及东庠、西序等学的状态不无相通之处，其背后

a《礼记正义》卷三六《学记第十八》，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 293页。

b参姜望来《崔浩所谓“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试释》，《唐研究》第 1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40、142—
143页。

c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d见《魏书》卷四《世祖纪》，第 71、89、102、104页。

e参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五章《国家祭典的改革》，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165—178页。

f据《北史》卷二一《崔宏传》附《崔浩传》，《国记》石碑在“天郊东三里，方百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789页）。

g三层石浮屠为献文帝皇兴中所建，（《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 3038页）其在如浑水东支西侧，与东侧的大道坛庙隔
河相望。孝文帝所建明堂在平城南郊东部，如浑水流经其东侧，参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明堂遗址 1995年的
发掘》，《考古》2001年第 3期，第 26—34页。

h《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 8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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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托附儒经适应胡汉关系格局和不同知识需求的用意a，故当时所谓“太学”，实已不能再以两汉魏

晋其结构相对单一的状态来看待。北魏道武帝天兴定制，虽仿西晋而分立国子学、太学，但在天赐以

来其制因胡汉矛盾尖锐而废弛b，到明元帝改立中书学和太武帝重建太学以来，太学的具体构成是否

也像十六国时期那样结合儒经和现实要求而数馆并立，其可能性恐怕是难以排除的。更何况，南朝太

学确在调整变迁中出现了诸馆并置的格局。太武帝平定河西的前一年，刘宋已将太学改为儒玄文史

四馆并立的体制，这就为常爽“置馆”而仍属太学提供了样板和解释。《宋书·雷次宗传》载其精通三

《礼》、《毛诗》，隐居不交世务：

元嘉十五年（438），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

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

厚。c

元嘉十五年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南史·文帝纪》载此事则言宋文帝“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

居之”d。《宋书·何尚之传》载帝以其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e这自然不是由雷次

宗、何尚之私人开馆授徒，何承天与谢元之“立学”也当如此。《魏书·常爽传》“置馆温水之右”的记载，

正与《宋书》这里记四馆馆主之“开馆”、“立学”笔法相类。何尚之、何承天与谢元皆在朝为官而兼领

学馆，其况亦与常爽为六品宣威将军而开馆授徒一致。故史载其“开馆”、“立学”，所体现的自然不是

其馆兼具私人性质，而应是朝廷赋予其所任馆主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性的事实，是当时官学在

办学方式上汲取私学特点的表现。至于上引《雷次宗传》特别点出其“时国子学未立”，似亦说明四馆

性质近乎太学。f因而到元嘉十九年宋文帝下诏立国子学而四馆随即瓦解，也无非是再现了东晋以来

国子学废多置少或仅备员，太学则因士庶相混而常不振的态势。g

顺便指出，宋文帝分置诸馆的做法，后来又为后代所取法，《南齐书·百官志》载：“泰始六年

（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h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分馆

教学，科置学士十人，生徒应不在少数，相比于国子学，其性质自然更接近太学。至梁武帝时置《五经》

博士开馆授徒，五馆各自别置，生徒为寒庶子弟，可经射策考试入仕，i虽无太学之名而有太学之实。

五馆馆主常年居馆，以馆为家，生徒且或为之理丧，j馆主对其馆的管理和主导地位确已有所强化。

据以上对十六国、南朝国学体制多学并立之况的讨论，《魏书·常爽传》载其“立馆温水之右”，这

种笔法显然很难视为其馆乃是私学的证据，倒是表明了太武帝重建和振兴太学的过程，存在着依本儒

经和借鉴成例对其体制有所改造、丰富的极大可能，尽管今存文献对此并未留下其他记载，但常爽开

馆倘如本文所论确属太学，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当时太学分经、分学或分馆教习体制的存在，

并且同样突出了其主持者在教学和管理上相对于以往的较大权限。而这显然是合乎北魏国学体制以

a五胡政权多学并立之事，参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 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129—131页。

b何德章指出天赐年间诸汉化制度被鲜卑旧制代替，认为天兴太学遭到了废止，参《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
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 2期，第 29—38页。

c《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第 2292—2294页。

d《南史》卷二《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45页。

e《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第 1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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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变动为最大的态势的，也是与十六国、南朝太学往往多馆并立的状况相呼应的。

在北魏一代汉化进程与保守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格局中，国学的曲折发展显然占有特殊重要的

地位，而以上所述常爽学馆非私学而属太学诸事，即反映了其中若干重要的方面。当道武帝天赐年间

国策偏向保守一侧，天兴时期强调汉化的相关制度纷纷废弛，由国子学和太学构成的国学体制应已瘫

痪。道武帝死后，明元帝尝试对政策和制度做出某些调整，以期平衡道武帝前后期政策，在国学建制

上则并未恢复国子学和太学，而是循五胡之例改立中书学，体现的也是一种折衷调和的选择。a这一

举措在当时或难取得多少进展，却毕竟留下了北魏国学后续发展的基础。到太武帝登位后别建太学，

至神䴥四年广征汉士而多任职中书博士，中书学的发展成为太武帝地位巩固后推进一系列汉化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迨至凉州平定北方统一，太学又成太武帝大兴文教以谋远图的关注焦点，河西人士常

爽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所立之馆应为城东太学的组成部分，其教学活动则与中书学索敞极相

类似，均为北魏此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可用之才，且使儒学代表的政治、学术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常

爽更在陈寅恪先生揭示的河西所存西晋以来文化因子的传播上起了重大作用。诚如《魏书·儒林传》

所述，国学二学在当时的复兴实际上意味了“儒林转兴”，这对此后直至献文帝、孝文帝时期的历史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典型如献文帝时倡建地方官学体系的李訢，即是太武帝朝的中书学生；b在冯太

后和孝文帝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冲，则为献文帝时的中书学生；c而常爽门下造就的元赞，至孝

文帝迁都后已任职尚书左仆射参掌机要；d程灵虬则在孝文帝时参修国史，至宣武帝总结孝文帝改革

成果再定律令时，又与议其事。e可以说，正是太武帝时期国学的发展，以常爽、索敞为代表的太学和

中书学教学的卓越成效，构成了此后汉化与保守相持格局向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转化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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